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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当量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贫困县生态承载力评价 

——以湘西自治州各市县为例 

张家其 喻兴洁 李强
1
 

(衡阳师范学院 城市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 2013—2018年湘西州各县市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盈余进行计

算和分析。结果表明：①除古丈县外，湘西州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变化幅度较小，其中龙山县、凤凰县人均生态足迹

相对较低。②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幅度较大，总体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2015年出现峰值。③生态足迹、生态

承载力存在显著县域差异，导致生态赤字(盈余)空间分布不平衡。④万元 GDP生态足迹总体呈减少趋势，表明资源

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研究结果可为湘西州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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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是目前困扰深度贫困区的两大难题，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贫困区产业基础薄弱、自

身发展动力不足，脱贫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不断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换取经济增长，但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极易造成生态环

境破坏，继而导致投资环境恶化，招商引资难度加大，致使贫困区只能依靠自身“造血”提振经济，然而又因区位不理想、发

展基础较差，最终只能继续选择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由此落入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的恶性循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生

态敏感区约有 76%的贫困县，这些双重属性叠加地域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但迫于脱贫压力，生态环境

问题往往被作为边缘议题搁置。如今我国扶贫开发进人攻坚克难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扭转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脱贫模式，

为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关系成为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脱贫攻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1]。2011 年

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 年）》指出，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

国”[3]。上述政策的提出，表明我国新一轮国家扶贫开发将坚持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湘西州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区，区域内山地与丘陵广布、降雨充沛、暴雨频繁。坡耕地众多，极易发生

水土流失，加之长期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给该区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本文根据生态足迹理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

贫困县的典型代表湘西州展开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评价，通过定量评价研究区是否处于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以此衡量扶

贫开发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大小，给该区脱贫攻坚设置一条生态红线，最终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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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介于109°10'-110°22'E、27°44'-29°38'之间，地处湘、鄂、黔、渝 4省市交界处，下

辖 7县 1市，总人口 299.28万人，总面积 1.55万 km2（图 1）。湘西州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地

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土地类型齐全，现有耕地 1970km2,森林覆盖率 70.24%，境内水能、生物、矿产和旅游资源丰富。湘西州

不仅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武陵山区发展与扶贫开发的先试地区和中心地带，还是我国生态功能重点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所辖 7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长期粗放的生产模式、不利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导致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严重，

环境承载能力低。 

 

图 1研究区域 

1.2数据来源 

生态足迹计算包括生物资源及能源消费，各项数据来源于《湘西自治州统计年鉴（2013-2018）》和历年《湘西自治州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则通过对湘西地区遥感影像进行矢量化获取，部分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湘西自治州国

土局公示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2 研究方法 

2.1生态足迹计算 

生态足迹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这些人口产生的所有废物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计算公式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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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F为总生态足迹；ef为区域人均生态足迹;N为人口数；i为 i种消费品的类别；为 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i为第

i种商品的世界平均生态能力；rj为均衡因子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aaj为由 i种商品折算的人均生物生产土地面积。 

根据湘西自治州各市县消费情况把生物生产面积分为 6 大类（表 1），因各地类生产力无法直接进行比较，需将这些生物生

产性土地乘以 1 个均衡因子，使其转化为统一、可比较的生物生产面积
［5-7］

。在参考众多均衡因子确定方法的基础上
［7-13］

，本文

依据湘西地区山地和坡耕地较多、水域较少的情况，并考虑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这一区域特点，突出自然地表覆盖的生态功能

价值，拟森林、草地等自然覆盖均衡因子选取最佳值，耕地选取相对较低值，特采取类似 Wackernagel 在 WFF 研究报告中给出

的均衡因子［5］（表 2）。 

表 1生态足迹指标分类 

消费项目 选取指标 生产性土地类型 

农产品 谷类、豆类、薯类、油料、烟草、蔬菜 耕地 

动物产品 猪肉产量、牛肉产量、羊肉产量、禽肉、奶类制品、禽蛋 草地 

林产品 水果、茶叶 林地 

水产品 水产品总产量 水域 

能源 电力 建设用地 

能源 原煤、焦炭、汽油、柴油 化石族源用地 

 

表 2均衡因子、产量因子 

 耕地 草地 林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化石能源用地 

均衡因子 2.8 1.1 0.5 0.2 2.8 1.1 

产量因子 1.66 0.19 0.91 1 1.66 - 

 

2.2生态承载力计算 

 

式中，EC为该地区的总生态承载力；N为人口数量；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aj､rj､yj分别为人均生物生产面积、均衡因子

和产量因子 d为土地类型。相关研究对于不同类型土地产量因子的确定标准不一［7-13］，本文同样考虑了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这一

区域特点，突出各地类的生态功能价值，且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扣除了 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5-7]。 

2.3生态赤字/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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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D为区域总生态盈余/赤字。当 ED<0时，为生态赤字，说明该地区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当 ED>0时，为生态盈余，

表明该区域生态环境良好，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 

3 结果及分析 

本文根据生态足迹计算模型，最终获得湘西自治州各县市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盈余）（表 3）。同时，利用

ArcGIS将数值进行自然分等定级。 

表 3 2013-2018年湘西州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盈余（hm2） 

 年份 吉首市 泸溪县 凤凰县 花垣县 保靖县 古丈县 永顺县 龙山县 

人均 

生态 

足迹 

2013 0.8056 0.9102 0.7275 0.8535 0.8647 0.9737 0.8744 0.7235 

2014 0.8338 0.9223 0.7018 0.8530 0.8638 0.9829 0.8648 0.7229 

2015 0.7966 0.9139 0.6959 0.8299 0.8785 1.0599 0.8799 0.7130 

2016 0.8493 0.9346 0.6766 0.8154 0.8608 1.0385 0.8597 0.7094 

2017 0.7948 0.9256 0.6835 0.8640 0.8502 1.0958 0.8644 0.7265 

2018 0.8141 0.9362 0.7246 0.7852 0.8873 1.1866 0.9204 0.7828 

人均 

生态 

承载力 

2013 0.4503 0.8387 0.7906 0.7047 0.8766 1.1654 0.9693 0.7806 

2014 0.4350 0.6231 0.8122 0.6700 0.8669 1.1693 1.0984 0.7961 

2015 0.4523 0.6050 0.8028 0.8111 0.9211 1.3902 1.1300 0.8971 

2016 0.4508 0.5488 0.4443 0.8062 0.5825 0.8535 0.7104 0.5897 

2017 0.4493 0.6607 0.5970 0.5665 0.6598 1.1188 0.8114 0.6205 

2018 0.4504 0.6596 0.5980 0.5660 0.6775 1.1223 0.8329 0.6194 

人均 

生态 

盈余/ 

赤字 

2013 0.0949 -0.0715 0.0631 -0.1488 0.0119 0.1917 0.0949 0.0571 

2014 0.2336 -0.2992 0.1104 -0.1830 0.0031 0.1864 0.2336 0.0732 

2015 0.2501 -0.3088 0.1069 -0.0188 0.0426 0.3302 0.2501 0.1841 

2016 -0.1493 -0.3858 -0.2322 -0.0092 -0.2784 -0.1849 -0.1493 -0.1197 

2017 -0.0530 -0.2649 -0.0866 -0.2974 -0.1904 0.0230 -0.0530 -0.1060 

2018 -0.0876 -0.2767 -0.1266 -0.2191 -0.2098 -0.0643 -0.0876 -0.1634 

万元 

GDP 

生态 

足迹 

2013 0.2306 0.6001 0.5501 0.4544 0.7502 0.8174 1.0117 0.7794 

2014 0.2265 0.5504 0.4823 0.4423 0.6779 0.7192 0.9150 0.6979 

2015 0.1970 0.5373 0.4269 0.4351 0.6194 0.6853 0.8338 0.6385 

2016 0.1921 0.5579 0.3975 0.4278 0.5724 0.6418 0.7871 0.6055 

2017 0.1606 0.5214 0.3797 0.4010 0.5159 0.6316 0.7383 0.5591 

2018 0.1513 0.5112 0.3855 0.3950 0.4835 0.6625 0.7177 0.5670 

 

3.1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生态足迹反映资源消费情况，人均生态足迹会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着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而降低。20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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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湘西州人均生态足迹除古丈县外，总体变化幅度较小，其中龙山县、凤凰县人均生态足迹相对较低（图 2）。伴随着 2013年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的推进，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生物资源消耗量不断增

加，使生产生活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贫困地区人均生态足迹出现增长趋势；然而另一方面因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绿色湘西”、

生态扶贫、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开展，导致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化石能源消费减少，又使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受两方面影响，

最终导致全州人均生态足迹变化幅度较小。其中，凤凰县以旅游业为主，化石能源消耗较少，人均生态足迹较低；龙山县为农、

林、牧主产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化石能源消耗较少，且人口数量较多，导致人均生态足迹较低；古丈县由于 2016—2018年

间重点投资创新创业园区、工业集中区等工业项目建设，导致全县化石能源消费增加，其人均生态足迹增幅较大。从空间上分

析，全州人均生态足迹呈东部高、西北和西南部低的分布特点，与东部平缓，西北、西南部起伏大的地形地势有明显的空间关

联。地形相对理想的地区，人类活动较剧烈，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使人均生态足迹较高；而地形崎岖复杂的地区，人类活动

扰动相对较小，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更重，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相对较低。 

 

图 2 2013—2018年湘西州各市县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变化 

3.2人均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2013—2018年湘西州各市县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幅度较大，总体上升一下降一上升的趋势，且各市县在 2015年出现峰值（图

3）。其中，耕地生态承载力最高，但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他用地生态承载力则不断增加。近年来，湘西州实施植树造林、退

耕还林还湖等生态工程建设，导致该地区耕地面积减少，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增加，特别是 2016年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力

度加大，使耕地人均生态承载力大幅下降。同时，建设用地因扶贫开发异地安置及城市化而增加，尤其是吉首市虽然土地面积

较小，但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交通、建设用地是其他县市 6倍，导致人均生态承载力在全州处于最低水平，且变化幅度较小。

古丈县由于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坚持生态立县等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政策，因此人均生态承载力在全州处最高水平。 

 

图 3 2013-2018年湘西州各市县人均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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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态盈余与生态赤字动态分析 

总体上看，湘西州各市县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图 4），除古丈县 2017年处于生态盈余状态外，其

他各市县 2016—2018年均呈生态赤字状态，且变化幅度大，表明湘西州各市县生态发展处于极不平衡状态。究其原因，因其位

于生态功能重点保护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坡耕地多、土壤侵蚀严重，生态极为脆弱。同时，全州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区域

人口数量增多、城市化不断推进，导致大量耕地被开发为建筑用地，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度随着工业发展也在不断加强，这些现

象均加大了湘西州生态环境压力。从结构上看，仅有林地呈生态盈余状态，说明林地保护具有可持续性；而全州人均耕地少，

以坡耕地为主，生产力低下，耕地生产量难以支持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耗，导致耕地呈生态赤字状态。此外，全州猪肉、牛肉等

禽肉产量逐年增加，但大部分销往外地，导致草地生态赤字较大。由于居民消费理念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虽然水域面积每年均

有增加，但人们对水产品的消费亦不断增加，且人类生产生活所排放的污水使水资源遭到污染，导致水域生态承载力相对较低，

当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时，水域生态赤字不断加大。综上，湘西州生态承载力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区域可持续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威胁，各市县生态安全形势严峻。 

 

图 4 2013-2018年湘西州各市县人均生态赤字/盈余动态变化 

3.4万元 GDP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万元 GDP 生态足迹反映生物生产性面积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率。2013—2018 年，湘西州各市县万元 GDP 生态足迹总体

呈下降趋势（图 5）。湘西州经济水平落后、交通通达性较差、物质缺乏，居民生活生产消费受到压制，整体人均生态足迹较低。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各项扶贫资金与政策的推进，全州从高能耗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化经济转变，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其中，吉首市是湘西州的经济中心，旅游业是

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较其他县市更合理，生产效率更高，导致万元 GDP 生态足迹最低，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率最好；永顺

县则由于地势起伏大、水土流失严重、产业结构单一、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原因，导致万元 GDP 生态足迹最高，资

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率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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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2018年湘西州各市县万元 GDP生态足迹动态变化 

4 对策与建议 

2013-2018 年湘西州各市县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呈反向发展趋势，2016 年各县市转为生态赤字状态，表明该地区生态系

统压力大，生态环境正处于不安全状态，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这与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构建初衷和扶贫开发绿色发展目

标背道而驰。因此，本文基于湘西州自然资源丰富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特点，在生态承载力有限、生态足迹与生态赤字不断增加

的情形下，因地制宜地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特色产业。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淘汰高耗能、重的污染落后产业，走绿色产业之路，降低

化石能源用地的生态足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利用丰富的气候和水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生态农业，建设茶叶、猕猴桃等生态农业基地，并推行集约化经营模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进而提高耕地和林地的生产能力；

发挥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快生态景观走廊和生态景区建设，不断完善旅游产业链，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结合发展，实现利

用生态资源发展经济，又以经济发展促进生态保护。 

其次，合理规划和保护具有较高生态效益的土地。一方面，对农产品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高效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发展

生态农业和商品农业，增加耕地单位面积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对土地用途实行严格管制，保护好基本农田，依托“绿色湘西”

和“国家森林城市”等建设工程，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工作，“加大人工造林力度”，创建以永顺县小溪自然保护区、吉首市蜩

河国家湿地公园等为核心生态保护示范区，提高林地的生态效益。 

第三，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促进可持续发展。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立完整的垃圾分类系统，推进废弃物减量化、

资源化处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形成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一批绿色产业基地，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发展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加强对不可

再生资源开采的监督与检查力度，减少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耗，从而促进湘西州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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